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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女性社会组织成长的历程分析
———基于组织生态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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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国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经历了巨大变迁，但鲜有数据对这一

变化轨迹进行统计分析，探究其背后的变化机制。通过搜集 1980 年－

2018年 39年的女性社会组织相关数据，从组织生态学视角和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探究组织成立影响因素:首先，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与组织

种群密度的变化紧密相连，两者随时间变化呈倒 U型曲线;其次，资源环

境对组织成立率具有一定影响，结果显示政府支持力度对组织成立影响

显著，女性社会组织成长对政府支持存在依赖性;最后，制度环境也是影

响组织成立率的影响因素，其中法律法规的支持对组织成长具有显著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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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传入尤

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的妇女

权益保障开辟了道路，进一步引发了

社会关注，推动了思想变迁。新中国

成立以来，以“为妇女服务”为宗旨的

女性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妇女权益逐

渐得到保障，妇女地位大幅提升。女

性社会组织是实现妇女需求的重要载

体，在推动男女平等，促进女性有效表

达利用诉求，提高自身利益整合能力

方面意义非凡。至今，在现实及政策

的双重变革下，妇女需求不断变化与

扩张，代表不同阶层利益、扮演不同职

能角色的女性社会组织应运而生。

随着女性社会组织的多样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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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学界对其关注程度也在不断上升，不少文

献涉及对女性社会组织的相关讨论，但主要

集中于对妇联组织的改革分析、单类型女性

社会组织描述分析及组织发展制度环境分析

等，缺乏整体全面的分析统计。第一，已有文

献缺乏实证性分析。大多数文献没有通过全

面分析勾勒出女性社会组织的长期发展状

况，仅通过背景性资料简要谈及，鲜有量化的

系统研究。［1］第二，研究缺乏准确性。现有的

不少文章分析了女性社会组织的设立的制度

因素，归纳了相关规范性行为准则、宪法秩序

及法律、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等妇女组织发展

的影响因素。［2］［3］然而，这些相关关系并未得

到实证检验，多为主观分析，缺乏准确性。第

三，研究缺乏理论铺垫。分析女性社会组织

的文献大部分提出了应然性的建议而缺乏实

然性分析。并且，文献常常缺乏理论框架，以

组织生态学为基础的研究更为少见。女性社

会组织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变迁历程，引入

组织生态学的视角能够挖掘出影响其发展的

结构性因素，对于推动女性社会组织研究意

义重大。

以上三个问题使得现有研究难以突破对

女性社会组织的碎片化分析，进而推动本文

走向系统化的实证研究，采用组织生态学

( organizational ecology) 作为理论基础，通过

时间轴线，收集了女性社会组织 ( 1980 年－

2018年) 的成立率。同时，基于已有研究收

集了在该时段影响女性社会组织的多个连续

性宏观变量，作出初步假设，以期找出具有重

要意义的社会因素。文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

统计模型对女性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检验命题假设。并主要总结组织生

态学的相关理论并分析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

率与理论的关联性。

二、组织生态学视角下的分析
框架

兴起于 20世纪 70年代的组织生态学主

要通过借鉴多学科知识，结合新制度经济学

和产业经济学等理论来研究组织个体、组织

之间及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4］经过

40多年的发展，组织生态学获得了较快发

展，对组织理论的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截至目前，组织生态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对种

群生态过程、组织设立与组织密度及组织设

立的制度因素分析，本文聚焦于对种群组织

的设立与组织密度和制度因素的关系研究。

( 一) 组织与种群

1977 年 Hannan 和 Freeman 首次提出

“种群”( population) 的概念，指出种群是由在

一个特定边界内的、具有共同形式的所有组

织构成的集合体。［5］“种群”的概念来源于生

态学理论，认为种群中的组织与生物相似，存

在竞争、淘汰与死亡的过程。已有研究集中

于对“组织成立率”及“组织死亡率”的分析，

探索组织与种群的关系。Delacroix 和 Carroll

提出组织的设立受种群内部成员数量的影

响。同时，组织死亡率会影响下一阶段种群

的密度，这使得“组织成立率”与“组织死亡

率”通过种群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作用机

制。［6］在后续的理论发展过程中，对两者的讨

论逐步分化，一是聚焦对群体动力的研究，关

注种群中既有组织的状况对潜在的进入者的

影响;二是探究组织死亡率与组织生态位、组

织年龄及规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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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密度依赖理论

密度依赖( density dependence) 是指在种

群形成初期，其密度的增加会有利于组织合

法性地位及社会资源的获得。当发展到一定

阶段，该种群作用则会被认为不可或缺，并为

社会所习惯和提倡，这种合理性现象有助于

提升整个群体的生存状况，降低内部成员的

死亡率，并且吸引更多犹豫者加入其中。然

而，随着种群规模的继续扩张，组织生态位不

断受到挤压，超出了组织环境的承载能力，成

员间的竞争将会阻碍种群的发展，组织成立

率逐步降低。依此得出，组织设立率与种群

的密度在统计模型中呈倒 U型曲线。［7］

( 三) 组织成立与制度因素

在组织生态学理论提出以前，组织理论

集中于对组织内部的运行机制进行讨论，忽

略了种群及组织以外的宏观分析。新制度主

义主张制度因素对组织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

用，组织存在于“制度环境”之中。［8］组织并

非是经济学中仅追求利益与效率的群体，在

实际中往往采用并非理性的组织方式以符合

制度规范。随着理论发展，组织生态学开始

融入新制度主义内容，组织发展开始考虑制

度环境因素。制度环境对组织成立的影响主

要体现为:一是制度环境对组织的直接影响，

如通过法律法规强制提高组织的设立门槛;

二是制度环境的间接影响，即通过影响种群

的组织密度而间接作用于组织的成立。

( 四) 制度环境分析

20世纪 80年代 Zucker对组织生态理论

长期忽略制度环境进行了批判，［9］这一批判

促进了组织生态学研究将制度环境因素纳入

变量范围，并开始进行标准化测量和计算。

诺斯和戴维斯指出，从纵向来看制度包括规

范性行为准则、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其中宪

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即“制度环境”。

Scott 将制度环境划分为三个维度———规则

性、规范性及认知性维度，其中规则性主要指

法律法规，规范性指社会规范及习俗，认知性

指文化及话语等。［10］在组织生态学中，多维

度测量制度环境维度已成为趋势，但现阶段

对其测量主要集中于对规则性维度的测度，

即以法律法规数作为具体变量，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在此，本文将认知性维度作为另一

变量纳入其中，测量妇女在公共话语中的关

注程度，促进指标体系的完善。

三、女性社会组织成立率的影响
因素

基于上文，组织种群、组织成立与密度依

赖及组织变化的环境扰动因素是组织生态学

研究的重点。组织生态学最早运用于商业组

织的研究，如 1987年 Carroll研究美国七个城

市报纸出版企业的历史，揭示了其密度波动

状况及设立的影响因素; ［11］同年，Barnett 和
Carroll对电话业进行研究，提出政府规制对

组织设立产生的显著影响; ［12］此外，Pherson

分析了志愿者协会的发展问题，主要集中于

生态位重叠及竞争的研究。［13］组织生态学视

角下的女性社会组织研究较为少见，鲜有学

者探讨密度依赖机制对女性社会组织的

影响。

基于现有研究，将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

率与密度依赖连接具有创新性，一方面可以

归纳组织的演变规律，另一方面可以检验理

论的适用性。另外，在中国较为集中的社会

政策背景之下，女性社会组织发展同属于一

个组织环境与制度环境，这是组织种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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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和前提，此背景下宏观数据的收集也

更为便捷。中国的女性社会组织自身的特点

也要求研究者充分考虑全国层面的因素，由

此将女性社会组织视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群

体。最后，将组织生态学视角引入组织研究

有益于探索我国女性社会组织发展的动力来

源。第一，这一视角将已有的基于描述性并

较为模糊的研究转变为定量的且精准的研

究，为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提供实证支

撑。第二，组织生态学视角能助力探索女性

社会组织的发展动力，将组织设立与不同历

史时期的动力因素相互联结。同时，对于组

织成立率的探讨也能将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

状况清晰显示，为组织的发展趋势作出进一

步的预估。第三，已有研究虽已探索女性社

会组织的成长因素，但均未考察结构性因素

具体怎样影响女性社会组织的设立，建立的

联系较为微弱，也缺乏科学性。由此，在文献

及理论的支持下，以中国女性社会组织为具

体的研究情景，提出假设。

假设 1: 密度依赖假设。女性社会组织

的总量与组织的成立率呈正相关。但这种正

相关的边际效应会随着组织密度的持续增长

而降低。在这里“组织密度”，即上一年既有

的女性社会组织数量，与“组织成立率”，即

下一年组织的成立个数，存在倒 U型曲线。

假设 1a:女性社会组织的总数与女性社

会组织成立率呈正相关

假设 1b:女性社会组织的总数的平方与

女性社会组织成立率呈负相关

假设 2: 资源依赖假设。资源环境和组

织成立率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组织容纳能力

强，资源充沛，则组织生存空间较为优越。随

之，组织的成立率也会增长。女性社会组织

的组织环境主要由三个彼此相连的因素构

成:市场经济发展程度 ( 用私营企业数表

示) 、政府扶持力度( 民政事业支出表示) 、妇

女人口资源 ( 妇女人口总量表示) 。市场经

济的发展使得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逐步削

弱，部分资源从政府的垄断中流出，为女性社

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空间，也就

是说市场体系的建立为女性社会组织提供了

经济支撑。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程度与政府

的扶持效果息息相关，政府对女性社会组织

的财政支持力度增强能够孵化出更多的女性

社会组织。由于缺乏针对女性社会组织的统

计数据，本文采用民政事业支出 ( 包含对女

性社会组织的支持) 代替女性社会组织的财

政投入。妇女人口的增长一方面能够扩大女

性社会组织的“建设主体”与“消费群体”，另

一方面妇女人口数量的增加也带来了更多的

妇女相关问题，为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

了现实条件。根据三个影响因素可提出以下

分假设:

假设 2a: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女性社

会组织的成立率呈正相关

假设 2b:政府扶持力度与女性社会组织

的成立率呈正相关

假设 2c:妇女人口总量与女性社会组织

的成立率呈正相关

假设 3: 制度环境假设。制度环境与组

织设立率存在相关关系。符合制度规范的组

织形式更容易生存。由于规范性维度主要体

现在社会规范及习俗层面，难以精确测量，因

此本文将女性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聚焦于规

则维度和认知维度。前者指社会组织在多大

程度上受到法律政策的保护( 因针对女性社

会组织的法律法规较少，本文用社会组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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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作为替代变量) ，后者指“妇女”“女

性”等词汇受主流媒体的关注程度，当我们

频繁关注妇女，通过主流媒体来宣扬妇女社

会地位或解决妇女问题，相关词汇出现的频

率会相应提升，并为大众所熟知。由此可以

将假设 3分为:

假设 3a:妇女权益保障相关法律数量的

增长与女性社会组织成立率呈正相关

假设 3b:主流媒体对妇女的关注与女性

社会组织成立率呈正相关

四、数据与变量

依据假设的内容，数据的收集也从三个

方面展开。第一，1980 年－2018 年女性社会

组织历年的成立率，1980 年－2018 年女性社

会组织历年的种群密度;第二，1980 年－2018

年全国私营企业数、民政事业支出及妇女人

口数量; 第三，1980 年－2018 年女性社会组

织制度环境因素: 规则维度及认知维度的历

年变化情况。第一部分的数据收集，笔者主

要参考了中国社会组织服务平台上有关女性

社会组织的数据，由于女性社会组织类型繁

多，本研究将关键词限定在“妇女”“女性”

“女企业家”“农家女”四个词，平台提供了各

类女性社会组织的设立时间及组织总量。以

关键词搜索的形式不免将少数女性社会组织

排除在外，但以上四个词汇占据了女性社会

组织的大部分，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于部

分信息缺漏的组织，则采用网页搜索的形式

予以补充。结合收集到的数据资料，整理得

出 1980年－2018 年女性社会组织种群规模

的历年变化( 图 1) ，以及 1980 年－2018 年女

性社会组织历年的成立率( 图 2) 。

从图 1可以看出我国女性社会组织在近
40年的发展呈凹型曲线，可划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 ( 1980 年－1990 年) 组织萌芽

期，女性社会组织数量上升缓慢，年均增长数

量仅略大于三个，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下

尚未形成较高的合法性地位; 第二阶段

( 1991年－2010年) 组织稳步发展期，女性社

会组织数量较上一阶段提速加快，呈稳步增

长态势，种群扩展明显，可以推测在市场经济

环境下组织合法性地位得到提升; 第三阶段

( 2011年－2018年) 组织快速扩张期，该时期

女性社会组织的数量呈爆发式增长，仅 2014

年就增长高达 218 个女性社会组织，几乎是
2000年之前所成立的女性社会组织总数。

从图 2可以看出，1980年－2018年间，我

国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波动较大，经历了

多个峰值。其中较为明显的是 1991年、1995

年、1999 年、2004 年、2014 年，前四年虽然存

在峰值变化，但相对波动较小，而 2014 年的

峰值变动很大，最终使得女性社会组织的成

立率呈倒 U 型发展趋势。女性社会组织在

经历长时期的波动以后，其成立率在 2014年

达到顶峰，组织合法性在这一时期得到高度

承认，新的组织密集进入种群; 而到 2014 年

后，组织的成立率有所下降，但总量仍在上

升。通过图 1及图 2可以看出女性社会组织

的成立率基本符合密度依赖理论，但并非完

全契合，如在 1991年到 1994年期间，组织密

度在稳定增长，但组织成立率却呈下降趋势，

这一现象促使我们开展进一步的分析与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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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80—2018年女性社会组织的种群数量

图 2 1980—2018年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

第二部分的资料主要是 1980 年－2018

年全国的宏观数据。全国私营企业数主要通

过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进行查阅，由于 1988

年获得合法地位前没有统一的名称，所以

1988年之前的年份数据存在一定缺失; 全国

民政事业支出来自于历年《中国民政统计年

鉴》，此外，通过民政部历年来的决算报告对

数据进行核对; 妇女人口数量的获得相对较

为便捷，数据全部通过国家统计局官网获取。

第三部分的制度环境因素两个指标获得

途径如下。规则维度以 1980 年－2018 年的

女性社会组织相关法律法规为准，本文主要

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部门规章，

通过北大法宝数据库收集，并通过国务院官

网及妇女联合会等官网作参考; 认知维度则

利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整理出 1980 年－

2018年含“女性”“妇女”为标题的文章数

量，得到这些标题出现在各大报纸上的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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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频。

根据假设，将各个变量的数据获得途径

在上文阐述，在将变量放入回归模型前，本文

先进行了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得出了相关

系数表( 表 1) 。从表中可以看出市场化程度

与政府扶持力度相关度高达 0. 93，此外，这

两者与妇女人口的相关度也超过 0. 7。基于

此，将市场化程度、政府扶持力度及妇女人口

数进行因子分析，抽取出资源依赖因子，其中

三个因变量的因子载荷分别达 0. 95、0. 96、

0. 87，其中 KMO为 0. 7。

表 1 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系数

因变量 自变量

密度依赖 资源依赖 制度环境

组织成立率 种群密度 市场化程度 政府扶持力度 妇女人口 法律法规 新公共话语

均值 48. 13 402. 62 527. 6044 1260. 6487 59761. 00 22. 49 1236. 46

标准差 63. 468 507. 862 800. 59606 1819. 98946 6112. 686 21. 342 791. 238

样本量 39 39 39 39 39 39 39

组织成立率 1 . 921＊＊ . 886＊＊ . 886＊＊ . 710＊＊ . 755＊＊ . 595＊＊

种群密度 . 921＊＊ 1 . 993＊＊ . 950＊＊ . 769＊＊ . 754＊＊ . 639＊＊

市场化程度 . 886＊＊ . 993＊＊ 1 . 934＊＊ . 714＊＊ . 718＊＊ . 584＊＊

政府扶持力度 . 886＊＊ . 950＊＊ . 934＊＊ 1 . 737＊＊ . 826＊＊ . 642＊＊

妇女人口 . 710＊＊ . 769＊＊ . 714＊＊ . 737＊＊ 1 . 815＊＊ . 878＊＊

法律法规 . 755＊＊ . 754＊＊ . 718＊＊ . 826＊＊ . 815＊＊ 1 . 740＊＊

公共话语 . 595＊＊ . 639＊＊ . 584＊＊ . 642＊＊ . 878＊＊ . 740＊＊ 1

＊＊. 在 0. 01级别( 双尾) ，相关性显著。

五、模型讨论与分析

以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 y 为因变量，

以种群密度影响因素 x1 ，……，x7 为自变量

构建关于女性社会组织成立率影响因素的多

元线性回归模型:

y = α0 +∑
7

i = 1
αi xi + e

其中，α0为常数项，αi为偏回归系数，αi

xi ( i = 1，……，7) ，e为随机误差项。

通过建立多个回归模型，对 1980 年 －

2018年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影响因素逐

一进行统计分析( 如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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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密度依赖、资源依赖及制度环境对女性社会组织成立率的效应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假设一:密度依赖

种群密度
. 170＊＊＊

( . 025)

种群密度的平方
－3. 420E－5*

( . 000)

假设二:资源依赖

市场化程度
. 003

( . 012)

政府扶持力度
. 031＊＊＊

( . 006)

妇女人口
. 000

( . 001)

资源依赖因子
58. 023＊＊＊

( 4. 228)

假设三:制度环境

法律法规
2. 067＊＊＊

( . 482)

公共话语
. 006

( . 013)

常数 －6. 128( 6. 013)
－11. 081

( 48. 953)

48. 128＊＊＊

( 4. 174)

－6. 370

( 12. 822)

调整后的 R方 . 859 . 882 . 831 . 549

注: 1．* p＜0. 05，＊＊p＜0. 01，＊＊＊p＜0. 001。2．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

根据表 2 可以发现种群密度、资源环境

及制度环境三个维度均对女性社会组织成立

率有独立的显著作用。模型 1主要考虑了种

群密度对组织成立率的影响，据表可知种群

密度对组织成立率呈显著正相关，种群密度

的平方与组织成立率呈负相关。这一结论刚

好支持了本文假设 1中的密度依赖理论。模

型 1中的数据可以证实女性社会组织种群密

度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组织成立的合法化

所带来的正效应会逐步降低，组织成立过程

中的竞争性则随之增加，阻碍组织密度的进

一步增长。模型 2将资源环境的相关因素纳

入其中，在市场化程度、政府支持力度及妇女

人口三个因素中，政府支持力度对女性社会

组织的成立率具有正效应，而市场化程度及

妇女人口则未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因此本

文假设 2a及 2c未得到支持，而 2b 得到初步

支持。由此可初步印证，政府支持是女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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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生存的物质基础，稳定且充足的资金

能够保障女性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相反，

政府支持力度的降低则易造成组织数量的下

降。市场化程度与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无显

著关系，原因可能与我国女性社会组织成立

的特殊背景相关，即大多依靠政策引导产生

而非自发形成，这一特性导致女性社会组织

与市场化关联较小。妇女人口与女性社会组

织成立率的关系也未体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

著，其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分析与探讨。因模

型 2中三个因素在表 1的相关分析中显示出

高度相关，进一步提炼出资源依赖因子作为

三者的整合，将资源依赖因子放入模型 3，对

假设 2做进一步检验。在模型 3 中，该因子

与组织成立率呈高度正相关，这一结论支持

了假设 2。单用资源环境来解释女性社会组

织的成立率还不能令人满意，在模型 4中，考

虑了制度环境因素，检验制度环境对组织成

立的作用。数据显示出法律法规与组织成立

率呈高度正相关，而公共话语维度则作用尚

不显著。社会组织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为女

性社会组织的设立提供了制度支持，法律法

规的繁荣也是正式组织生存的必要条件。政

策的正向指引是女性社会组织存在的制度基

础，对推动女性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具有

显著意义。变量“公共话语”反映的是妇女

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受关注程度及地位变

化，随着主流媒体对妇女关注程度的增加女

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率也随之增加，但遗憾的

是在模型 4 中尚未得以体现，女性社会组织

的成立率与公共话语这一维度关系并不显

著。假设 3a得到支持，而假设 3b未被证实。

表 2分别检验了三个维度自变量对女性

社会组织成立率的作用，但均是在未考虑其

他变量的基础上进行的，为了解加入控制变

量后新加入的变量是否仍然起到显著作用，

开展了进一步研究。表 3将文中自变量逐步

加入统计模型，以期部分解释自变量之间的

关系。因所收集数据均为历时数据( 1980 年
－2018 年) ，所以将“时间”作为潜在的组织

成立影响因素，检验各自变量是否通过“时

间”这一控制变量对因变量起到作用 ( 如表

3) 。

模型 5主要考虑时间变量及种群密度对

组织成立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时间

变量的条件下，组织的种群密度仍然对组织

成立有着显著影响，即随着组织密度的增大，

组织成立率会随之提升。但在控制时间变量

后种群密度的平方与组织设立率的负向效应

被消减，据此笔者推测可能是由于现阶段我

国女性社会组织的成立还处于成长期，其发

育还未成熟，要达到数据上的显著还需要经

历一段时间的发展。模型 6将时间变量及资

源依赖因子纳入其中，在此，资源依赖因子与

女性社会组织的设立率呈显著正相关，资源

供给的增加显著地促进了女性社会组织的成

立率，市场化程度、财政支持及妇女人口增加

对整个女性社会组织体系的发展起到推动作

用。模型 7包含了制度环境维度中的法律法

规和公共话语两个变量。统计结果显示在控

制时间变量后，法律法规与女性社会组织的

成立率并无显著关系，公共话语与女性社会

组织的成立率呈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与未

控制时间变量时差距较大，时间变量弱化了

法律法规对女性社会组织成立率的正向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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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加入时间变量后的女性社会组织成立率回归分析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种群密度
. 399＊＊＊

( . 059)

种群密度的平方
. 000＊＊＊

( . 000)

资源依赖因子
89. 014＊＊＊

( 11. 026)

法律法规
. 649

( . 546)

公共话语
－. 041*

( . 016)

时间
－4. 484＊＊＊

( 1. 074)

－2. 899＊＊

( . 967)

5. 881＊＊＊

( 1. 507)

常数
8902. 200＊＊＊

( 2132. 966)

5843. 300＊＊

( 1933. 197)

－11672. 118＊＊＊

( 2989. 404)

调整后的 R方 . 903 . 861 . 677

注: 1．* p＜0. 05，＊＊p＜0. 01，＊＊＊p＜0. 001。2．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

图 3 种群密度对组织成立率的影响

基于以上模型，推断种群密度和资源环

境对女性社会组织的设立影响较为稳定并显

著。通过绘制图 3将种群密度和组织成立率

的关系清晰表示。种群密度与组织成立率之

间大致呈倒 U 型曲线，但过程存在一定

波折。

当种群密度在 0－600 区间时，组织设立

率缓慢上升;而当超过 600左右时，组织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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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迅速上升，当密度在 1000－1200 时到达顶

点;在种群密度处于 1400－1700时，组织成立

率处于较为稳定的快速增长期，但较前一个

阶段有所减缓; 密度在 1700 之后，组织成立

率明显减缓，并持续呈下降趋势。依照本文

标准进行统计，目前我国女性社会组织的密

度接近 2000，正处于组织演变的成熟期，因

此，女性社会组织在发展的同时会放慢步伐，

在之后组织成立率会持续下降，直到到达一

个平衡点。

数据模型反映了我国女性社会组织成立

的制度及资源影响因素，此处还将联系我国

女性社会组织的典型案例进行详细说明。以

妇女研究组织为例，改革开放后我国妇女研

究组织兴起，在多重力量的推动下获得长足

发展，主要类型包括:妇联系统的妇女研究组

织、高校系统的女性社会组织、社会科学院系

统的女性社会组织及其他民间妇女研究组织

等。［14］1985年河南省未来研究学会成立了全

国首个妇女研究中心，随后针对妇女研究的

协会或中心等相继成立，集中于 1985 年 －

2000年。以 1995年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及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为时间节点，妇

女研究组织的合法性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

21世纪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妇女事业，在国

家扶持及社会法律法规的促动下获得长足发

展，大部分省市甚至区县均设立妇女研究会，

妇女研究组织的数量迎来新一轮的增长。从

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妇女研究组织受制

度环境及政策支持力度的影响，其合法性地

位随着制度环境及资源提供的发展而变化。

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妇女事业发展密切联

系，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要

求，也是推动社会文明的必经之路。

六、结论

基于我国女性社会组织 1980 年－ 2018

年的生命史数据，本文分析了女性社会组织

成立率的影响因素，分别从种群密度、资源环

境及制度环境三个维度开展研究。首先，从

种群密度维度来看，考量了种群密度及种群

密度的平方对组织成立率的影响，结果显示

种群密度对组织成立率影响显著，并验证了

密度依赖理论。并通过生命史数据精确地刻

画了种群密度与组织成立率之间的关系，有

利于进一步分析我国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与

改革。

其次，为了考量资源环境与组织成立率

的联系，将市场化程度、财政支持力度及妇女

人口纳入其中，从不同角度分析资源对组织

成立的影响效应。统计结果显示资源依赖因

子与组织成立存在显著联系，但不可否认所

构建的指标多用替代变量表示，定会存在一

定偏误。

最后，本文探索了制度环境与组织成立

率两者间的关系。主要考量了法律法规及公

共话语这两个变量，在未控制变量的基础上，

最终得出法律法规对组织成立率影响显著，

公共话语变量则不明显。

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从侧

面印证了我国妇女事业的发展历程，显示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的制度优越

性。运用组织生态学的理论视角对女性社会

组织进行探索更加指明了女性社会组织的发

展轨迹，对引导女性社会组织的未来发展具

有指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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